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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殊途同归的话剧改译——以《复活》的三个改

译本为例
杨宇婕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上海市，201102；

摘要：《复活》在中国多次被改译成话剧，反映出中俄两国在民族危机时期的精神共鸣与审美契合。通过对三

部改译本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人物塑造上共同强化了聂赫留朵夫“坚定正义者”的形象，删去了原

著中人物的犹疑与软弱，以回应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对理想人格的需求。在剧作结构与艺术手法上，田汉以“话

剧加唱”的诗化风格体现浪漫主义色彩，夏衍注重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与人性刻画，而陈绵则以叙事顺序的重

构与人物的多样化实现社会整体性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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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小说传入我国是在二十世

纪初，除了对其作品进行翻译刊载之外，也不乏跨艺术

形式的改编，《复活》被多次改编成话剧作品搬上舞台

就是一个例证。本论文将从改译内在动因、改译本中人

物形象的再塑造、不同改译风格的体现三个方面来对比

研究这三个改译版本，由此窥见抗战时期改译剧的部分

面貌。

1 不约而同的选择：《复活》多次被改译的内

在动因

托尔斯泰的《复活》中所体现的民族美学和这一时

期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美学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在不

同的城市都有剧作家不约而同地改译出这部作品，并且

收获了良好的剧场效果。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发表于 1899 年，是

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在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之后创

作的作品。不同于前作《安娜·卡列尼娜》聚焦于上流

贵族社会的描写，《复活》中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农民视

角的叙事。在此历史时期俄国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

社会中充满各种矛盾，如：官僚体系对于法律正义的践

踏、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土地产权划分的不公，等等。

而《复活》被改译的时期，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阶段，

不仅要对抗外来民族侵略，还有在国民政府和军阀统治

下的各类社会矛盾。相似的国家经历让这一时期中俄两

国的民族审美有着高度的相似和潜在的联系。随着托尔

斯泰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选取他的作品

进行改编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他的众多作品中，

《复活》中的人物形象较为多元比较贴近当时中国社会

的人员构成：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聂赫留朵夫，来自波

兰的爱国青年罗晋斯基和罗佐夫斯基，底层的受欺辱的

妇女喀秋莎，有思想和担当的革命伙伴西蒙生，狱中其

他的农民和工人狱友，罔顾法律正义的上层阶级，这些

无一不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找到对应。因此选择《复

活》来进行改译是两个民族在类似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

思想呼应。田汉 1956 年时回忆当时改译的心路历程时

说“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里，写外国故事的戏和写历

史剧有同一战斗作用。《复活》第一场监狱场景实际也

透露了我记忆犹新的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印象。”
[1]

除了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上的高度相似之外，作品

本身的美学风格也是剧作家选择改译本的考量因素之

一。胡适在其留学日记中提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能

被中国人所喜爱是因为符合中国传统的戏曲审美，即

“起承转合”。细读《复活》，我们也不难发现其符合

中国传统审美的地方。除了整体上形成了明显的“开端”，

“发展”，“高潮”，“结局”之外，每一段情节内部

也形成一个主要矛盾和冲突，这样的故事编排非常符合

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因此在话剧艺术发展的初期，这

样的作品很适合用来训练演员和培养观众。

基于此，三个版本的《复活》，在上演时都收获了

广泛且热烈的讨论。田汉于 1933 年开始将《复活》改

编成话剧剧本，并于六月三十日开始在上海《晨报》副

刊《晨曦》上连载，不过只发表了第一幕和第二幕的一

部分就中断了，一直到 1936 年才将这项工作完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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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月首演于南京，收获众多好评，第二年参加了上海

的春季联合公演。就在田汉的改编本上演的一个月前，

1936 年 3月，陈绵改译的《复活》在天津开始演出，并

且场场卖座，成为了中国旅行剧团的保留剧目。七年之

后，夏衍的改译本在重庆由中华剧艺社连续上演 19场，

并在 1943年 4～5月间在莫斯科艺术剧场公演。

这部剧的改译活动在剧场外也掀起涟漪，给话剧界

带来不少新的生机，甚至不仅在国内多次演出，还传到

日本，在当时的留日学生群体里掀起波澜。1937 年年初，

留日戏剧协会在东京商业大学的讲堂里演出了田汉所

改译的剧本《复活》，“一月九日起表演了三场之后，

又在十五日起表演了两场”
[2]
，并且演出前有佐藤春夫

和秋田雨雀的演说，可见当时留日学生群体中戏剧演出

的活跃。报刊评论写道：“饰喀秋莎的名‘雪梅’，表

演得十分动人，据说她自身已尝过爱的经历，当然能将

喀秋莎的个性，表演出来，饰德米特里的‘素人’，也

很有舞台经验，但还够不上对付这位‘雪梅’女士，是

十分遗憾的。其他角色都很能适合，博得观众赞美着，

衣服装饰和<复活>电影里很像，大约是依托参考的，舞

台布景和照明方法，都能切合剧情。在功课忙碌的求学

中，尚能有如此成绩，是的确难能可贵的。”
[3]
在国内，

《复活》刚开始在南京演出时就收获了观众极大的欢迎，

“共演十二场，每场演四小时余，每场都满座，购票不

得而向隅者，日以百计，共收入票价五千八百余元，堪

称进来话剧演出的最成功者。”
[4]
彼时的南京是首都，

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经过此次《复活》的上演，南京的

话剧氛围被带动起来，形成了活跃的演剧中心。由此可

见该剧目在艺术和商业上都卓有成效。

2 从“犹疑”到“坚定”：聂赫留朵夫的人物

形象再造

原作中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内心经过几次转变，行

动时充满犹疑的复杂青年形象。这一点在三部改编话剧

作品中都不同程度上被改动了。通过三位作家对主角典

型性格特点的改编也可窥见当时中国对于外国文学的

接受方法和态度。

“托翁的思想是含有若干毒素，这次田氏改编的

《复活》是以批评的态度，努力洗涤他思想上的弱点，

发扬他原有的艺术光辉。”
[5]
当时的文艺界对于托尔斯

泰的思想持有这样的批判性态度，所以三位作家就通过

艺术形象的重新塑造使《复活》完全脱胎成了可被中国

观众无隔阂欣赏的本地作品。小说《复活》中，聂赫留

朵夫在法庭上认出喀秋莎之后的心理状态是害怕惊恐

的，第一反应是想要掩盖这件往事，托尔斯泰是这样描

写的：“但是现在，这种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

切，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良

心上背着这样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过了十年。

不过，要他真正承认这一点，还为时过早，目前他所考

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

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6]
这说明拯

救喀秋莎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而是经过反复犹疑和斟

酌之后才决定的。并且在此之前，小说中也花了大量篇

幅讲述聂赫留朵夫是如何堕落的，他思想信念的不坚定

在小说中是被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他不再坚持自

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

日子就太不好过；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事情

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我，而总会同它抵触。

相信别人的理论，就根本无须处理什么，一切问题都迎

刃而解，而且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

‘我’。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

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

赞扬。”在三部改译本中，这一形象的所有犹疑部分都

被删去了，聂赫留朵夫成了一个热情坚定，清醒正义的

青年。

首先，在田汉的改译本中，革命元素的大量加入是

其独特风格之一，田汉擅于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在该

剧的主角聂赫留朵夫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第一幕中虽

然没有直接表现法庭的场面，但是从台词中可以看出，

庭审一结束，他就来到了监狱寻找喀秋莎，恳请她的原

谅，对她表示忏悔，这几乎是发生在全剧刚开始不久的

时候，也就是聂赫留朵夫一出场就是坚定的忏悔者和拯

救者。夏衍改译的版本中，他则是在庭审之后立马意识

到自己的罪恶，并且马上和自己的贵族未婚妻坦白这一

段往事，并且决定和喀秋莎结婚。这两个版本观众都不

得见法庭上的聂赫留朵夫是如何表现的，陈绵改译的版

本正面呈现了庭审现场两位主角见面的场景。这一版本

对原作庭审这一情节的改动在于，陈绵剧本里的聂赫留

朵夫非常逻辑清晰，言辞冷静地为喀秋莎辩护了，而并

非像原作中那样因为震惊和恐惧没有心思在案件的审

理上。尽管最后还是没能决定判决的走向，但是他也是

当下立即决定要拯救喀秋莎。三部作品的改译在这一角

色的性格底色上作出了一致的选择，这背后大概有两点

原因。一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在舞台上呈现和小说



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安麦 2026年 2卷 1期

146

中一模一样的人物内心转变历程，必须进行取舍。由于

聂赫留朵夫的“犹疑”并不能对戏剧情节起到推动作用，

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作家自然将其删去了。二是在抗日

战争期间，社会环境尤其混乱，中国的青年们需要一种

艺术上的鼓舞，需要一个类似于“榜样”的人物在舞台

上回答他们关于人生迷茫和前途命运选择的问题，所以

坚定的同龄人形象是被观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因此从舞

台实践上和当时的社会需要两方面出发，形成了三部改

译剧同时在这一点上作出改编的现象。

3 风格各异的本土化改造：三种鲜明的改译风

格

在剧作的艺术呈现方面，三部改译本都充分体现出

作家的个人特色与风格。田汉的话剧向来以诗意和浪漫

主义色彩著称，尤其是他擅长的“话剧加唱”更是这种

风格的重要载体。《复活》一剧中，田汉继续发挥了这

一特长，全剧一共近十二首插曲，第一首出现在话剧的

第一幕开场时，从第一分钟起就用歌曲奠定了整部剧的

情感氛围。演员们用生动的歌声唱出了剧中青年男女的

爱情，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激情，对水深火热中人民的同

情和鼓励。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唱段如《莫提起》，歌词

是这样的：“莫提起一七九五年来的事，那会使铁人泪

下：我们的国变成了一切三的瓜，我们二千七百万同胞

变成牛马；我们被禁止说自己的话，我们被赶出了自己

的家。……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爱自由的同胞们，

团结起来！用血腥的战斗做我们的回答，用血腥的战斗

做我们的回答，回答！”
[7]
这样的词曲在抗战时期的话

剧舞台上无疑是能引起最广泛的社会共鸣的。在 1956

年的《<复活>后记》中，田汉记述道：“本剧中的歌曲

大部分是张曙同志作的，他自己扮演剧中波兰青年，《莫

提起》那首歌唱得激昂悲壮，效果极好；后来很自然地

被人们改成抗战歌曲，变为‘莫提起一九三一年的九一

八’了。末场《茫茫的西伯利亚》是冼星海同志作曲，

调子沉雄郁勃，也曾被人广泛传唱。”
[8]
两位主角在复

活节的夜晚一来一回的情歌对唱更是在舞台上营造出

了极其浓厚的浪漫氛围，很有古典戏曲中才子佳人桥段

的影子。田汉剧作中的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很大程

度上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这再一次印证了中

国剧作家们对于外国名著改译的选择是基于相同的民

族美学之上的。情节符合中国古典审美中的起承转合，

于是能在适当的地方加入唱段。

托尔斯泰的原作《复活》是一部长篇巨著，体量庞

大，很难将每一处精华都压缩在话剧剧本里，田汉的《复

活》原本写了有六幕，正式上演时由于演出时间限制还

是删去了第三幕医院里的情节，变成五幕剧，由应云卫

导演，顾梦鹤和胡萍主演。从删减的选择来看，田汉有

意选择了革命意味最淡的一幕，也可见其心中对于艺术

侧重点的考量。按照表演的实际情况来看，唱段是占用

时间最久的，并且对叙事的推进效率不如对白，在这种

情况下依然保留唱段而删去对白情节，是最大程度上同

时满足了革命性和艺术性的追求。

除了加入烘托情感氛围的唱段之外，田汉的浪漫主

义诗情在第二幕的“梦境”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复活》

的故事中，时间跨度非常漫长，有十年之久，因此剧作

家就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交代前史，或者说如何在舞台

上完成时间的转变。在田汉的版本中，他巧妙运用了一

个梦境来在舞台上还原喀秋莎和聂赫留朵夫的爱情前

史，舞台时间就随着主角的入梦自然而然被拉回到十年

前那个复活节的夜晚。并且对于这个梦的发生也有细节

的铺垫，不仅仅是因为庭审中见到了喀秋莎，也还因为

睡觉前见到了年轻时的照片，那张鲜活的照片勾起了聂

赫留朵夫心中深埋的美好回忆，因此这时候在梦里追溯

往事也显得非常自然。中国古典戏曲中有大量作品都写

到了梦境，以田汉对戏曲的了解程度，在话剧中借鉴这

种手法也是非常熟练的。

陈绵的改译本在叙事顺序上不同于田汉，他改变了

原著中先描写法庭的叙事顺序，而是从复活节写起，在

序幕中交代了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这样不同于原作的叙

事结构是为了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在剧场里渲染一种情

感氛围，这也符合陈绵一贯的改译方法。他曾说：“我

国普通观众是喜欢含着教训的，结构紧密，穿插美妙的

戏剧。那么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向做去，同时再加进新的

艺术新的思想，无疑地这就是话剧运动的道路了。”
[9]

并且陈绵的版本是唯一写了庭审现场的版本。第一

幕中，陈绵设计了来自不同行业的人物出现在庭审的观

众席和陪审团中，如军人、商人、和教授。通过细读这

三个看似和故事无关的人物台词，不难发现作者的巧思。

首先，陈绵在《复活》的序言提到，这部小说的好处在

于它关心的是“全人类的问题”，所以人物设置上让他

们来自各行各业也就是为了涉及更多的社会面，符合作

者的期望。其次，每个人物的语言都非常贴合其身份和

职业。军人的台词就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气息，比如：“有

什么相干，我认为这正是关于我们全体军人的案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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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诸位要知道嫖妓院的以我们军人占大多数，妓院里出

了人命案子，这正是我们全体军人的一种危险，所以我

主张必须严厉地处置这个案子。”
[10]
商人的台词则是非

常朴素且不文雅的，比如：“至于这个小娘们她准没

罪......这位先生的话对，她图财干嘛呢？”
[11]

夏衍的版本《复活》与其他版本相比，呈现了不同

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虽然整个故事仍然从复活节的

夜晚开始，但他将主角聂赫留朵夫与喀秋莎的重逢安排

在了第四幕，这一调整不仅为剧情发展提供了不同的节

奏，也让喀秋莎这个角色的情感戏份得到了更多的展现。

在这一版本中，夏衍特别注重喀秋莎追随聂赫留朵夫的

过程，这一情节被提前放置，并且细致描写了她在火车

站追赶聂赫留朵夫的艰辛与痛苦。夏衍一向注重描绘小

人物的命运，并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来呈现人性的复杂

与矛盾。在《复活》中，喀秋莎的悲惨经历成了整个故

事情感的核心，夏衍通过一系列细节描写，使得这个角

色不仅仅是一个悲剧的象征，而是一个生动的、有血有

肉的女性形象。相比其他版本对喀秋莎经历的简略交代，

夏衍在剧本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讲述喀秋莎在复活节

之后的悲惨遭遇。特别是在她被赶出家门后，如何在极

端的困境中绝望地追逐公爵的火车，最终在大雨中崩溃

倒地的情节，更加深了观众对她的同情与关注。这一部

分情节虽然并非故事的主要推动线，但它起到了丰富喀

秋莎人物层次的作用。通过对她绝望情感的细腻描绘，

夏衍让观众看到一个在社会边缘挣扎、在爱情与命运面

前无力反抗的女性形象。而这一形象的塑造，正是夏衍

剧作的一大特色——他不单单是为了追求情节的高潮

与戏剧效果，而是通过人物情感的尽力展现，让观众感

受到生命中无尽的苦难与挣扎。这不仅是对原作的深刻

理解与再创造，也体现了夏衍作为一位剧作家对人性与

命运的深刻思考。他自己曾写到：“我不想把它写成一

个哀婉的恋爱故事，但也得宽恕我没有把托翁那样执拗

地攻击的司法制度和寿昌兄那样多彩地描画了的土地

问题放在这改编本的主位。我只写了一些出身不同，教

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

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蹉跎，

如何跌伤，如何爱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达到了一个

可能到达的结果。”
[12]

4 结语

综观抗战期间《复活》的三个改译版本，可以看出

中国剧作家在吸收外国文学的过程中，并非被动移植，

而是以鲜明的时代意识和民族立场对原作进行了创造

性的再诠释。田汉、陈绵与夏衍三位编剧虽然取材于同

一部小说，但在改译动因、人物塑造及艺术风格等方面

各具特色，既反映了他们各自的艺术理念，也折射出抗

战时期中国戏剧界的思想面貌与社会诉求。田汉在剧中

注入了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使原本的宗教忏悔转

化为民族觉醒的象征；陈绵则通过理性叙事与社会群像

的描写，强调“全人类问题”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的共

通处境；夏衍则以细腻的人道主义笔触展现个体苦难，

凸显女性在压迫下的觉醒意识。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复活》改译潮是中国现代戏

剧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民族危机

语境下文学回应现实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寻

求自我表达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尝试。三位剧作家的改译

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戏剧艺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

的一页，为后世研究外国文学本土化、戏剧改译理论及

中外戏剧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本资源与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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